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掌握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主要特点和论争主题， 掌握主要思想家的观点。
学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各派相互吸纳，从汇综和融合中求发展，并重建新学派的极为重要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指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至公元589年杨坚灭陈的369年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是封建国家长期分裂、门阀地主阶级加强统治、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的时期。这时期哲学上玄(深奥、玄妙)学与反玄学及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十分混乱、黑暗的时期。政治上是东汉豪强地主发展起来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统治，统治者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佃客、家丁等，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而且腐化堕落、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使社会经常处在分裂变乱中，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不断，人口伤亡，物质和精神文化均受破坏，尤其中原地区更加惨重。不过，在北方，曹魏、西晋初年及后来鲜卑拓跋魏统一时期，结束了中国自董卓之乱以后，长达90年的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经济上实行了屯田、占田、均田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6年中很重视增加中原的人口，用行政办法将大量流动人口安置到土地上去进行生产，并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这些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时期中国在物质、精神发展上并没有完全停滞。特别是江南还有二三百年的偏安时期，农业、蚕丝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代替中原成为全国的富庶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第一，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第二，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第三，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第四，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并逐渐融合为一体。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国时张仲景的《伤寒论》，刘徽发明了重差术(《九章算术》注解)，北魏时贾思勰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生产经验，著有《齐民要术》。第二，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第三、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第四、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特点
这时期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是玄学的兴起。它是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立的一个学科。所谓玄学，其广义泛指一切抽象的理论，也称“形而上学”，即研究超经验东西的学说；其狭义就指魏晋玄学。“玄”指虚无玄远、高深莫测，它起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扬弃。东汉王朝被推翻后，传统儒学威严扫地，魏晋统治者试图以老庄解释儒经，把《老子》、《庄子》、《周易》三本书(即“三玄”)抬出来，以“玄谈”为其腐朽的生活方式辩护，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第一阶段是以著名的玄学首领人物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开创了“正始玄风”、“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的玄学。第二阶段是以乐广、裴委对“以无为本”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崇有”论的玄学。第三阶段是以郭象《庄子注》中的“独化”论，综合了“贵无”和“崇有”的主张，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柱。
　　玄学与反玄学之争除有无之辨外，还有言意之辨。玄学家们利用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片面夸大言意的差异和矛盾，以论证其虚无本体论，欧阳建则以“言不尽意”论戳穿了虚无本体论。
这时期思想的特点之二是道教和佛教的出现。东晋时，儒、道、佛已经鼎立。由于社会长期混乱，许多人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到宗教幻想中去寻找安慰。魏晋玄学到南北朝时期逐渐衰落下去，加上统治者提倡儒道佛合流，道教、佛教盛行，在理论上发展成为道教哲学和佛教哲学。道教由张道陵创立(公元141年)，其中心思想是幻想长生不死，成为神仙。道教尊奉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为教主，吸收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的轮回之说，经过长期融合演变而形成。东晋哀帝(公元362～365年)就是个笃信道教的皇帝，平日喜欢服食“长生不死”之药，以致中毒不能处理朝政。东晋道士葛洪，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功，以儒术应世为外功，从而建立了一套崇道成仙的完整理论，对这时期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葛洪神仙道教的最高概念是“玄”。他把“玄”叫做“道”和“一”，认为玄是世界万物生成运动的根源。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物之大宗也。”(《抱朴子•畅玄》)他还认为，玄和道是最高的精神实体，它存在于人体内，就是“元一”或“真一”，是人体内的神秘的灵物。人如果修炼“守一”，使自己与“元一”合而为一，那么“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就能永生，成为具有非凡能力的神仙。所以道教成仙的哲学依据就在“玄”字上。
印度佛教于汉代东传中国，其基本思想是精神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但与中国本土文化颇多抵触，需要中国化的过程才形成中国佛教。魏晋时期，佛学的中国化表现为玄学化，以适应门阀士族的需要，诱使人民安于现状，顺其统治。南北朝时期，佛教代替玄学成为占主要地位的思想。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等，劝人为善，诱人追求来世进入佛国乐土，在民间广泛流行。但从佛教哲学理论讲，都是建立在精神不灭的玄学基础上的。东晋的慧远(公元334～416年)就是极力维护神不灭论的典型代表，认为形有聚散，精神却可以脱离形体而永恒存在。他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五》)这里的火被说成可以脱离物体而永存的神秘之物。而人的精神犹如火，人的形体犹如薪。薪经过燃烧，成为灰烬，而火却从此薪传到彼薪，永恒不灭。同样，人的形体死亡了，精神也从前一形体传到后一形体，永恒不灭。这种神不灭论也是建立在玄之又玄的“玄”字上的。对神不灭论，南朝宋代(公元420～479年)的何承天等和南朝齐梁代(公元479～557年)的范缜等进行了驳斥。尤其是范缜的《神灭论》，对形神关系上的朴素唯物论有了深刻的论述，把无神论提高到崭新的水平。
（二）魏晋玄学的形成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核、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学术基础是对《论语》和“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的阐释，逻辑基础是汉魏清议风气所带来的名实之辩。魏晋玄学既是其时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的产物，又是先秦以来学术融合趋势的延续。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玄学在魏晋时期产生并发展为统治思潮，有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1、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由董仲舒到《白虎通》所神化了的儒家思想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天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东汉末年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儒学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致使得“旧居之庙（指孔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随之两汉经学也衰落下来。由于汉代经学烦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粗糙的神学又易为人们识破。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就不能再沿用它，必须建立新的理论来克服这些毛病。魏晋玄学以简约的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哲学上抛弃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说教，而用改造了的老庄哲学对儒家名教作新的理论上的论证,从而调和了儒道两者的思想,弥补了汉代儒学的不足。 
2、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的产物。两汉时代除官方儒学外，道家思想也有很大发展。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曾经一度赢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支持的哲学。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道家受到排斥。但道家思想并未因此窒息，它作为官方儒学反对派的思想继续得到发展。例如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桓谭、东汉的王充、仲长统等，他们在反对官方儒学的神学目的论说教时，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扬雄主张吸取老子清静无为的“道德”学说，反对老子废弃仁义、绝灭礼教的观点。王充尊崇黄老，反对天人感应的官方儒学。他继承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抛弃了“老子”“无中生有”说，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以批驳天能赏罚、天有意志的官方儒家神学。一般说来，汉代的道家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崇尚自然无为，二是维护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即名教）。魏晋玄学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特点，展开了自然与名教之辩，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来论证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3、魏晋玄学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变的产物，所以玄学被称为谈玄（清谈老庄）或“玄谈”。汉末魏初的清谈，一般偏重于人物的品题和与人物品题有关的才性问题的讨论。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弄权，朝政腐败，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各树朋党，互相吹嘘，以求取声名与官禄，自此臧否人物成为风气。之后，清谈由品评具体人物发展为讨论才性问题与圣人标准问题，从而产生了魏代的才性之学。刘劭的<人物志>提出了鉴察人物，必须首先要弄清人的材质的问题，认为圣人具有“中和之质”的特点。“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刘劭的才性之学直探人物的本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而何晏、王弼的玄学清谈比刘劭的清谈更进一步，它从更抽象的角度，远离人物品题及才性等具体问题的讨论，跃进到宇宙观的高度,直探世界的本质,并用老子的虚无哲学来解释世界的本体，用老子的无为政治来补充儒家的名教之治。对以往清谈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
（三）魏晋玄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1、名教自然之辨。
2、本末有无之辨。
3、言意之辨。
4、神灭与神不灭。
（四）魏晋玄学的演变
1、魏正始年间王弼、何晏的贵无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何晏重要著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这时的玄学，以老学为主。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并认为世界的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现象的“有”是千变万化的，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归于“虚静”。他们崇尚老子的无为而治，认为儒家的名教出于道家的自然，治理社会要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主张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2、魏后期阮籍、嵇康的“越明教而任自然”之说。
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与嵇康。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释私论》；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
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同时他们又都欣赏庄子的遁世逍遥的思想，希图以消极的手段反抗司马氏的强权政治。所以他们在老学之外，同时重视对庄学的研究。阮籍、嵇康的老庄学，为玄学从老学向庄学的过渡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西晋中期裴頠的崇有论。
代表人物是裴頠，其著作：《崇有论》。
裴頠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
4、西晋后期郭象的独化论。
代表人物是郭象，其著作：《庄子注》
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以反对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有”之自生独化说,以此否定“无中生有”说和“以无为本”说，认为“有”是自生自化的，并不需要一个“无”作自己存在的根据。由于他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自生独化说成各自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东西，最后得出了神秘主义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思想。郭象提倡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5、东晋时代的玄、佛合流。
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安、支遁、僧肇等。
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丧乱开始至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两晋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又与老庄玄学思想类似，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学，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尤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从思想上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这是说，从真谛说万物性空为无，但无并不绝虚，还有着因缘和合而生的假有；从俗谛说万物为有，但有是因缘所生的假有，其性为空，并不是真有，所以万物应当是亦有亦无、有无一如的。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五）魏晋玄学的特点
1、内容方面看
第一，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第二，从自然的变化来观察人事；第三，醉心于个人任性；第四，儒道合流。
2、从方法方面看
魏晋玄学摆脱了简单比附和烦琐注经并以此为满足的方法， 而是采用思辨方法， 以本末体用为基本范畴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并且主张“得意忘言”，由此又带有艺术色彩。
3、从学风方面看
汉代学风是求甚解的，魏晋时不同，主“不求甚解”，即意在领会精神，用精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思想。
（六）魏晋玄学的地位和影响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上承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克服了汉代经学的弊病，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个新的哲学时期，还对尔后的佛学，乃至宋明理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提出的“本末”、“体用”等宇宙本体论思想，与西汉讨论宇宙生成论的哲学相比，在理论思维上是一个很大进步。



第二节 魏晋玄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问题是魏晋玄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名教就是名分教化， 指封建社会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自然即自然而然、自然无为，它是道的特性和法则。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纲常礼法和自然无为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的“名教等于自然”。
（一）王弼：名教本于自然
王弼，字辅嗣，生于公元 226 年，卒于公元 249 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旨略例》和《论语释疑》（今佚，部分散见于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
王弼认为名教制度是大道离散的结果，因而其出现有其必然性，不可避免，但不是最理想的；理想的状态是回到自然无为的状态，统治者应当用自然无为的办法统治天下，这样才能实现稳固持久的统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名教是末，自然为本，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是“崇本息末”。 他要求统治者能清静无为于上,「以无为为君,以不言为教」。长短、尊卑自然「各有定分」。因此，在上的最高统治者只要做到设官分职，定好名分，就可长久地坐享其成了。
（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字叔夜。生于公元 233 年，被杀害于公元 262 年。著作有《嵇康集》十卷。魏晋之际，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宣扬以孝治天下，实际是打着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排斥异己，使大批名士遭到杀害，于是有稽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出现，名教与自然由相互融合变成二者之间的对立。
名教与自然是有本质的冲突，两者不可能互相协调。嵇康认为六经、礼法、名教束缚人性，与人的本性相对立。所以他公开否认「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坚决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认为越名教，除礼法，才能恢人的自然情性。
（三）郭象：名教等于自然
字子玄，约生于公元 252 年，卒于公元 312 年。好老庄而善清谈，西晋著名的玄学家。著作保存下来的为《庄子注》，此书是在向秀所作《庄子注》的基础上完成的。
郭象主张万事万物各自变化，各自发展，不会互相影响。凡存在皆属自然，而名教是存在，当然亦是自然。郭象认为「道」是「冥」，宇宙万事万物是「迹」，但是两者并非截然二分，是互相圆融在一起，「冥」是要通过宇宙万事万物的「迹」才能显现，而「迹」亦须透过「冥」才能掌握。名教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并非可以脱离自然，只是自然中的不同表现。由此郭象还进而提出「各安其性」，主张人人要安于自己的本分，地位和命运。认尊卑上下、大小等级，不可逾，不可错乱。贤人、君子居于统治地位，享受爵禄，都是合乎「天性」。
二、本末有无之辨
在魏晋玄学这里， 本末有无之辨虽然所讨论的内容属于抽象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但其实有和无的概念在当时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有既指有形有名的事物，也指有为和名教；无既指无形无名的本体，也指自然无为。因此，有无之辨是名教和自然之辨的抽象化和理论延伸。代表观点有：王弼的贵无论；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僧肇的不真空论。
（一）王弼：贵无论
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当作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二）裴頠：崇有论
反对“无能生有”的观点，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
其“崇有论”矛头直接指向正始玄学的“贵无论”，为名教的合理性作辩护。裴頠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群本就是万有之本，离开了万有，道便不复存在。万有区分为不同的品类，各有自身特点，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有”产生于自身，“始生者，自生也”，万物以“有”为本体，便不能以“无”为本体。他分析贵无论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其对政治和社会道德的危害，提出应以礼节制欲望。裴頠的崇有论的提出，起到了纠正前代玄学偏颇的作用。
（三）郭象：独化论
1、万物自生而没有造物主。“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
2、事物独立生灭而不互相联系。“物各有性，性各有极”。“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即表面上看来“有所分”或“偏无自足”的具体事物，其实都是自足的、圆满的、绝对的，既然如此，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生灭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事物可以独立的生存和变化，“物各自造而无所待也。”
3、每个事物都是独立的实体，既不依赖前因，也不产生后果，“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事物的产生或出现是“突然而自得”，“初未有而有”。
4、“天地之生有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各个事物看上去虽然千差万别，其实它们都是独立自足的实体，圆满无缺，绝对无待，就这一点来说，万物是齐一的。
（四）僧肇：不真空论
生于公元 384 年，卒于公元 414 年，东晋时期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佛教哲学家，般若学的重要代表。其论文和书信被后人编辑为《肇论》一书。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1、事物不能自异；2、事物自虚；3、名实互不相当；4、缘起而不真。
三、言意之辨
到了汉魏之际，烦琐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覆灭而衰败，人们不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烦琐哲学的方法对待儒家经典，而是要求突破经典中文字章句的限制，把握经典的言外之意，亦即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于是经典中的言和意的关系就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另外，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风气，就是品评人物。品评人物有一定的名目和准则，这些名目和准则，在当时就叫做“名理”。如何确定名理，即给某个人物以一定的名目时，是根据他外在的仪表举止，还是根据他内在的精神气质？外在的仪容举止可以言表，内在的精神气质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因此在品评人物和谈论名理时也涉及言意关系的问题。总之，经学的学术变迁和鉴识人物风气的流行，直接促进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兴起。
符号、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怎样？语言和符号能否表达意义？应当如何把握意义？这些问题是魏晋时期所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所谓的“言意之辨”。言意之辩是如何认识真理，掌握世界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辩论内容有：人类的语言概念从何而来？ 形象的语言和抽象的语言有什么作用？ 语言所描绘的境界是什么境界 ？人的认识目的是什么？此问题既涉及认识的问题，也涉及方法论的问题。经学的学术变迁和魏晋时期鉴识人物风气的流行，直接促进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兴起。 代表观点有： 荀粲的言不尽意说； 欧阳建的言尽意说； 王弼的得意忘象说。
（一）荀粲：言不尽意说
生于公元 209 年，卒于公元 238 年，三国时期魏国人。他认为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义和思想。这派观点认为“言”与“象”都属语言层面的东西，都会受语言规则的限制，对于人内心复杂的思想是不能完全表达。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非物之象所举也”。尤其是圣人之意，是象外之意，更是不能通过通俗的语言和物象表达出来。
（二）欧阳建：言尽意说
生于公元 267 年，卒于公元 300 年。他认为语言完全可以表达思想，“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
（三）王弼：得意忘象说
1．“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象是表达思想的，言是用来说明象的，二者都是得意的必要工具，是不可缺少，也是不可否定的。
2．“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3．“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不尽意”对打破经学烦琐方法的意义；对把握文学的审美规律的重要意义。
四、神灭与神不灭
形神关系问题，即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说，人的身体死亡以后，人的精神是否随之消灭？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代表性的观点有：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说和范缜的神灭论。
（一）慧远：形尽神不灭说
慧远（334—416)，东晋时期的佛教思想家，著名高僧道安的弟子。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著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庐山记》等。他对佛教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结合中国本土的观念，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正是为了说明因果报应的根据，他提出了“形尽神不灭”的观点。一方面，他通过“神”与“物”的区别来说明物化而神不灭。另一方面，为了说明精神是如何通过物质的变化而流传的，他又把身体和精神的关系比作木柴与火的关系，从而得出“形尽神不灭”的结论。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说在当时的确雄辩有力，在范缜的“神灭论”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被人驳倒，所以说他的观点虽然有违佛教的原意，但是却可以解决佛教在中国遇到的具体问题。
（二）范缜：神灭论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汉族，南乡舞阴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杰出的无神论者。  
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轮回报应的宗教思想，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信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也信仰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自东晋以来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还有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在这些名士中，几乎多是佛门信徒。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这此嗤之以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肉体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复习与思考题
1．魏晋玄学有何特点？
2．谈谈魏晋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辩。
3．谈谈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辩。
4．谈谈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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